
互联网接入与劳动者多重就业

———基于 ＣＦＰＳ 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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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数字经济在提高劳动者就业灵活性的同时， 也通过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信息

和就业机会， 提高了劳动者多重就业的可能性。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

调查数据 （ＣＦＰＳ）， 实证检验了互联网接入对劳动者多重就业的影响。 结果表明， 互联网

接入及灵活的接入方式对劳动者多重就业的选择概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低技能和

农村户籍劳动者的多重就业选择影响更大。 不同于 “工作着的穷人” 观点， 互联网接入的

作用下， 中高收入群体和外出流动劳动力的多重就业倾向也明显提高。 进一步的影响机制

分析发现， 互联网接入能有效地降低劳动就业选择过程中的搜寻成本、 交易成本及验证成

本， 显著提升劳动者的多重就业概率。 因此， 改善数字资源获取渠道、 放宽数字技术学习

门槛、 细化劳动保护政策等能减小劳动者数字鸿沟， 能有效增加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劳动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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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以互联网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对劳动者的就业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在信

息化时代， 就业形式被重塑， 劳动者可以通过多种技能共同发挥效用， 以实现工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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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快速提高的愿望。 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 物联网等与现代服务业的结合越

来越紧密， 按需聚集、 按劳取酬的用工模式日渐兴起 （戚聿东等， ２０２１）， 多重就业变

得更为普遍 （杜敏， ２０１７）。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印发 《关于支持新

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 文件明确， 鼓励发展新个体

经济， 大力发展微经济， 鼓励 “副业创新”， 着力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创造活

力， 打造兼职就业、 副业创业等多种形式蓬勃发展的格局。 数字生态下就业信息、 就

业机会激增与就业模式的迅速转变， 模糊了个人职业生涯中的 “主业” 与 “副业” 界

限， 二者转换的频率与速度加快， 催生新业态下的新就业行为。 ２０２０ 年美团研究院发

布的 《生活服务业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的发展特征和发展趋势》 报告显示， ４３％ 的

在职人员有副业①。 为增强劳动者的就业机会， 如何针对性地引导或激励劳动者有效选

择多重职业， 是实现多元化、 多层次的就业需求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研究互联

网接入对劳动者多重就业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旨在从微观层面探讨并识别互联

网发展对劳动者就业选择的影响， 以期从多重就业视角探讨不同群体在互联网技术下

的就业行为变化， 尝试提出建立促进多渠道灵活就业机制， 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的政

策建议。

多重就业是灵活就业的重要表现形式。 现有大量研究认为， 多重就业是劳动者谋

求生存、 迫于无奈的被动选择 （Ｍａｌｏｎｅｙ， １９９９； 詹婧等， ２０１８）。 然而， 也有研究认

为， 多重就业是劳动者在面对自身人力资本水平、 正规部门劳动生产率约束以及个人

偏好等条件下主动选择的最优决策 （Ｍａｌｏｎｅｙ， ２００４； 胡凤霞、 姚先国， ２０１１； 郑祁等，

２０２０）。 上述迥异观点存在的原因主要是， 具有多重就业特征的劳动群体自身存在异质

性。 比如， 城市青年群体中出现的 “斜杠” 青年②， 就是多重就业者的一种典型代表

（杜敏， ２０１７）。 而对于农村从业者， 多重就业则是农业兼业化 （向国成、 韩绍凤，

２００５； 钱忠好， ２００８）。 在传统劳动力市场中， 就业信息传递同时受时间和地理空间约

束， 信息获取渠道一般来自于熟人介绍、 中介机构和报纸广告等 （Ａｕｔｏｒ， ２００１）， 劳动

者难以及时有效获得就业岗位信息 （徐立安， ２００３）。 已有研究认为， 多重就业是劳动

者个体在既定收入预算约束下， 实现基本生存需求的劳动供给行为， 因此， 也称之为

·３７·

陈　 瑛等： 互联网接入与劳动者多重就业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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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斜杠” 青年概念源于英文 “Ｓｌａｓｈ Ｃａｒｅｅｒｓ”， 是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 “专一职业”
的生活方式， 而是选择能够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 （Ａｌｂｏｈｅｒ， ２００７）。



“贫困者的就业” 或 “工作着的穷人” （任远、 彭希哲， ２００７）。

互联网的兴起使得工作地点跨越自然地理空间的限制， 同时， 信息传播时间大幅

度缩短 （谢富胜等， ２０１９）。 劳动者就业信息获取渠道、 搜索范围得以扩大， 就业方式

发生转变， 多重就业从偶发性、 小范围向高频率、 大规模转变 （纪雯雯、 赖德胜，

２０１６）。 数字经济下， 劳动力市场区分为线上和线下两个维度： 一方面， 劳动者不再束

缚于线下固定工作时间、 固定工作场所， 通过与远程办公、 视频会议等线上方式有效

结合， 配置自身可支配禀赋 （Ｎｉｅ ＆ Ｅｒｂｒｉｎｇ， ２００２； 詹婧等， ２０１８）， 多元化提高收入

水平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３； 蒋琪等， ２０１８）。 另一方面， 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互联网在线搜索

成本降低， 劳动者线上搜寻行为变得更为频繁 （Ｋｕｈｎ ＆ Ｍａｎｓｏｕｒ， ２０１４）， 劳动参与率

得到有效提升 （Ｄｅｔｔｌｉｎｇ， ２０１７； 曾祥金、 罗燕， ２０１９）。 在互联网普及过程中， 多重就

业者不再仅限于城镇 “斜杠” 青年与农村劳动力， 也不再仅仅是 “贫困者的就业” 或

“工作着的穷人”， 更多的劳动者因就业信息易获取和就业机会的扩大而选择多重就业。
多重就业逐渐成为众多劳动者的重要就业选择 （Ｂａｉｌｅｙ ＆ Ｓｐｌｅｔｚｅｒ， ２０２１）。 在数字

技术不断普及的今天， 互联网接入是否改变了传统多重就业者的特征， 其作用机制是什

么， 是本文拟回答的关键问题。 本文采用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 探讨互联网接入对劳动者多重就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

一， 从微观个体层面直接聚焦互联网接入对于多重就业选择的影响； 第二， 采用 “家庭

每月电费的对数” 作为工具变量， 减弱互联网接入的内生性问题； 第三， 从搜寻成本、

交易成本以及劳动力市场验证成本三个方面， 综合检验成本效应在互联网接入对劳动者

多重就业影响的作用机制。

二　 文献综述

劳动供给理论认为， 个人就业选择是收入约束下闲暇消费与商品消费权衡的结果。
互联网普及后， 海量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的增加， 提高了个人收入预期。 原来效用函

数下闲暇—商品消费的替代关系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多重就业选择的可能性增加。 已

有关于多重就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分析多重就业的形态、 时代特征以

及劳动力市场规制对其的影响， 讨论多重就业的定义及其内涵； 二是侧重关注技术进

步对多重就业行为的影响， 主要围绕多重就业与劳动市场发展及其作用机制展开； 三

是研究影响多重就业的决定因素， 扩展现有的劳动供给理论。

从概念界定来说， 多重就业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Ｊｏｂｈｏｌｄｉｎｇ） 是非正规就业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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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ｕｌｉａｋａｓ， ２０１７）， 是指劳动者同时拥有多份工作①， 在从事主要工作外②， 还从事有

报酬的另外一份或多份工作 （Ｗｉｌｅｎｓｋｙ， １９６３； Ｐａｘｓｏｎ ＆ Ｓｉｃｈｅｒｍａｎ， １９９６）。 早期研究

指出， “一个人是否愿意接受第二份工作取决于， 工作足够的时间， 第一份工作的工资

率是否能满足其收入目标” （Ｓｈｉｓｈｋｏ ＆ Ｒｏｓｔｋｅｒ， １９７６）。 但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效率

提升， 原有单一工作下的相对工资率下滑， 此时， 劳动者追求多重就业是其在有限的

工作时间内， 获取更高收入水平的 “工作组合” （Ｐａｘｓｏｎ ＆ Ｓｉｃｈｅｒｍａｎ， １９９６； Ｒｅｎｎａ ＆

Ｏａｘａｃａ， ２００６； Ｈｉｒｓｃｈ ＆ Ｗｉｎｔｅｒｓ， ２０１６）。 这意味着， 探讨多重就业选择的原因需要从

新的研究视角考察。

Ｒｅｎｎａ ＆ Ｏａｘａｃａ （２００６） 和 Ｃａｍｐ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将多重就业选择的原因归纳为：

第一， 劳动者选择多份工作是为满足其收入目标。 第二， 第一份工作或主要工作的未

来预期收入并不稳定。 不确定性风险的存在， 使得劳动者倾向于从事第二份或更多份

工作， 以对冲风险 （Ｂ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 Ｇｕａｒｉｇｌｉａ ＆ Ｋｉｍ， ２００４）。 第三， 将第二份或更

多份的工作视为技能提升或技能开发， 而这种技能多样化是为实现职业转型或创业做

准备 （Ｐａｎｏ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第四， 偏好多样化的工作任务， 能够使劳动者在不同的工

作或岗位中获取成就感。 第五， 外部冲击 （经济衰退引起的减薪或家庭因意外导致财

产损失） 促使劳动者选择多份职业。

国内对多重就业的研究也从传统收入角度向技术进步下的劳动市场新发展转变。

在互联网成为影响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前， 最具代表性的多重就业现象是农

业兼业。 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使农村劳动者有大量的空闲时间， 并且农业收入与非

农收入差距的扩大， 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兼业行为非常普遍 （尚欣、 郭庆海， ２０１０； 郝

海广等， ２０１０）。 虽然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农业兼业行为的根本性

因素， 但劳动力的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等个人特征， 以及家庭规模、 是否拥有专业

技能、 兼业信息渠道和致富意愿等也显著影响农村劳动者的兼业意愿 （胡帮勇，

２０１２）。 近年来，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 使得中国新经济、 新就业迅速崛起， 多重就业出

现新的变化。 有研究指出， 信息平台点对点的信息发布， 能消除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

问题， 使个体能够摆脱传统组织机构的限制， 充分挖掘自身潜能， 更好地跨越组织和

行业边界 （杜敏， ２０１７）。 同时， 多职业间的关联能够有效地提高 “斜杠青年” 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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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研究者对多重就业有着不同的定义和不同的表达。 如： 多重就业、 双重就业、 创业兼

职、 斜杠青年、 混合企业家、 农业兼业等。
主要工作通常定义为个人工作时间最多的工作。



和福利水平 （曹洁、 罗淳， ２０１８）。 数字经济时代大量新职业的快速涌现 （戚聿东等，

２０２１）， 多重就业的群体不再仅限于城镇斜杠青年与农村劳动力， 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因

就业信息易获取和就业机会的扩大而选择多重就业。

现有多重就业研究主要围绕互联网对就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展开讨论。 从就业结

构来看， 互联网技术进步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效果最强。 随着产业融合程度不断提

升， 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速不断加快， 进而引起就业部门结构性转型 （戚聿东等，
２０２０）。 部分传统职业岗位被替代， 以平台经济、 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 衍生出众

多新生职业岗位 （杨伟国等， ２０１８）。 从作用机制来看， 首先， 互联网平台通过扩大信

息传播半径， 极大缓解了传统劳动力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性和不充分性， 使得就业的搜

寻成本显著降低； 其次， 劳动力市场借助互联网有效的信息传播渠道， 使得劳动供需

双方快速了解对方信息， 人职匹配率得以提升， 减少结构性失业 （Ｋｕｈｎ ＆ Ｍａｎｓｏｕｒ，
２０１４； 曾祥金、 罗燕， ２０１９）； 第三， 互联网为劳动者带来了信息获取渠道的革命， 极

大地改变了劳动者就业观念， 促进劳动者就业质量提高， 尤其是农村劳动者 （张世虎、
顾海英， ２０２０）。

综上所述， 随着互联网打破空间约束， 促进人口跨区域间流动， 多重就业群体不

再仅仅是斜杠青年或农业兼业者， 多重就业选择现象也开始趋于普遍。 同时， 互联网

改变了 “贫困者的就业”、 “工作者的穷人” 等多重就业者的传统特征， 使得追求个人

效用最大化的多重就业自主选择日益普遍。 但是， 现有关于互联网对中国劳动力市场

多重就业的影响和机制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 因此， 本文使用微观个体层面的数据，

实证分析互联网接入对劳动者多重就业的影响， 并通过分析不同接入工具、 不同收入

水平和人户分离群体等来讨论多重就业的异质性， 进一步尝试从搜寻成本、 交易成本

和验证成本三个维度验证互联网接入的成本效应作用机制。

三　 模型设定与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劳动者是否选择多重就业， 取值为 １ 和 ０， 是一个虚拟变

量， 因此可以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 模型表达式如下：
Ｐｒｏｂ（ｐａｒｔ＿ｔｉｍｅｉ ＝ １） ＝ α１ ＋ β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 ＋ λ１Ｚ ｉ ＋ εｉ

其中，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ｔ表示第 ｉ 位劳动者是否接入互联网， Ｚ ｉ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 εｉ 为随

机扰动项。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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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来源与研究对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

中心实施， 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 包括经济、 教育、 家庭关系与动

态、 人口迁移、 健康等诸多研究主题， 是一项全国性、 大规模、 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

查项目。 ＣＦＰＳ 样本覆盖 ２５ 个省 ／市 ／自治区， 样本规模为 １６０００ 户， 调查对象包含样本

家庭中的全部成员， 能够较为全面反映中国多重就业市场的情况。 本文采用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两轮调查数据， 基于所关注的问题剔除农业受雇型劳动力、 农业自雇型劳动力、

在校学生， 筛选出 １６ ～ ６０ 岁的男性样本和 １６ ～ ５５ 岁的女性样本， 对数据进行合并构成

平衡面板数据， 最终得到符合研究需求的样本 １０７６４ 个。

（三） 变量定义

多重就业是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 重点考察当前已经有主要工作， 再从事其他

一般工作的劳动者多重就业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问卷中 “其他工作份数” 问

题来进行定义： １ ＝多重就业； ０ ＝ 否。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互联网接入， 是指个体

能够利用不同的方式， 接入互联网或使用互联网资源。 本文根据 ＣＦＰＳ 问卷中 “是否使

用移动设备上网？” 和 “是否使用电脑上网？”， 综合两个问题定义互联网接入变量为：

两种接入工具， 只要使用其中任意一种， 即互联网接入， １ ＝ 是； 两种接入工具均不使

用即非接入状态， ０ ＝否。 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学特征、 人力资本变量、 家庭成员人数和

工作类型变量。 人口学特征主要包括年龄、 性别、 户籍、 婚姻、 居住地状况等； 人力

资本变量主要包括受教育年限、 健康情况等。

（四） 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１。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两期面板数据来

看， 样本中有 ７５􀆰 ６％的劳动者接入互联网， 有 １１􀆰 ８％ 的劳动者从事多重就业。 其中，

接入互联网的劳动者多重就业的比例为 １２􀆰 ５％ ， 非接入状态的劳动者多重就业的比例

为 ９􀆰 ７％ ， 经过 ｔ 检验计算确认有显著差异。

表 １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年主要变量的说明及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全样本

接入

互联网

非接入

互联网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均值

ｔ 值

是否多重就业 是 ＝ １； 否 ＝ ０ １０７１７ ０􀆰 １１８ ０􀆰 ３２２ ０􀆰 １２５ ０􀆰 ０９７ ３􀆰 ６９６∗∗∗

多重就业

参与程度
多重就业份数 １０７１７ ０􀆰 １３５ ０􀆰 ３９８ ０􀆰 １４７ ０􀆰 １００ ４􀆰 ９３４∗∗∗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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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全样本

接入

互联网

非接入

互联网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均值

ｔ 值

互联网接入 是 ＝ １； 否 ＝ ０ １０７２１ ０􀆰 ７５６ ０􀆰 ４２９ — — —

性别 男 ＝ １； 女 ＝ ０ １０７６４ ０􀆰 ６１５ ０􀆰 ４８７ ０􀆰 ６００ ０􀆰 ６５１ － ４􀆰 ４７１∗∗∗

年龄 受访者年龄 １０７６４ ３７􀆰 ４７ ９􀆰 ８８９ ３５􀆰 １６６ ４４􀆰 ９９８ － ４７􀆰 ０１２∗∗∗

受教育年限 取值 ０ ～ ２２ １０５２９ ９􀆰 ５６６ ３􀆰 ９４１ １０􀆰 ４１７ ６􀆰 ９３０ ４１􀆰 １４８∗∗∗

婚姻状况 已婚 ＝ １； 否 ＝ ０ １０７６０ ０􀆰 ７９３ ０􀆰 ４０５ ０􀆰 ７５８ ０􀆰 ９２３ － １７􀆰 ７６６∗∗∗

户籍类型 城镇 ＝ １； 农村 ＝ ０ １０７６４ ０􀆰 ２９１ ０􀆰 ４５４ ０􀆰 ３１４ ０􀆰 ２２２ ８􀆰 ７２０∗∗∗

家庭成员人数 实际家庭人数 １０７３５ ４􀆰 １７２ ２􀆰 ０３１ ４􀆰 １９３ ４􀆰 ２２７ － ０􀆰 ７０２

居住地 城镇 ＝ １； 农村 ＝ ０ １０６１７ ０􀆰 ６３７ ０􀆰 ４８１ ０􀆰 ６５７ ０􀆰 ５７７ ７􀆰 １０６∗∗∗

工作类型 受雇 ＝ １； 自雇 ＝ ０ １０３７５ ０􀆰 ７２７ ０􀆰 ４４５ ０􀆰 ７２８ ０􀆰 ７１８ ０􀆰 ９５０

　 　 注： 受教育年限取值为： 文盲 ／ 半文盲 ＝ ０， 小学 ＝ ６， 初中 ＝ ９， 高中 ＝ １２， 大专 ＝ １５， 本科 ＝ １６， 硕士 ＝ １９，
博士 ＝ ２２；∗∗∗、∗∗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四　 互联网接入与劳动者多重就业的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２ 是控制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后， 互联网接入对劳动者多重就业的影响。 第

（１） 列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 接入互联网的劳动者比未接入互联网的劳动者多重就

业概率显著高 ２􀆰 ６％ 。 户籍作为中国城乡人口区分的制度设计， 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

济时代都是城乡居民不平等就业的重要制度因素， 多重就业选择因受教育程度与户籍

的差异而存在显著区别 （吴要武、 蔡昉， ２００６）。 本文将样本分为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

能劳动者、 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进行分析。

综合来看， 互联网接入对低技能劳动者多重就业的影响显著 （表 ２ 第 （２） 列），

而对高技能劳动者没有显著影响 （表 ２ 第 （３） 列）。 对于低技能劳动者， 接入互联网

多重就业概率比未接入互联网的劳动者显著高 ２􀆰 ９％ 。 按户籍进行区分， 互联网接入对

农村户籍劳动者多重就业有显著影响 （表 ２ 第 （４） 列）， 而对城镇户籍劳动者没有明

显影响 （表 ２ 第 （５） 列）。 对于农村户籍劳动者， 接入互联网多重就业概率显著高出

未接入互联网 ３􀆰 １％ 。 整体上， 互联网接入可显著提升劳动者多重就业的概率， 低技能

劳动者和农村户籍劳动者为多重就业主要群体。 有研究表明早期接入互联网的多为高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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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劳动者和城镇户籍劳动者 （邱泽奇， ２００１）， 随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推进，

中国互联网接入可及性差异逐渐缩小 （邱泽奇等， ２０１６）， 低技能劳动者和农村户籍劳

动者利用互联网选择多重就业的渠道更宽， 信息更多， 便利性更高。 此外， 数字经济

下的新就业形态， 低就业门槛为低技能劳动者和农村户籍劳动者提供更多多重就业

机会。

表 ２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 年龄与多重就业选择的关系为 Ｕ 型变化； 男

性选择多重就业的概率更高， 男性低学历劳动者和农村户籍劳动者选择多重就业概率

相对更高； 高技能劳动者与城镇户籍劳动者的多重就业选择在性别上无明显差异； 已

婚对多重就业选择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已婚劳动者更倾向选择具有

长期稳定雇佣关系的就业方式； 工作类型对多重就业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低技能劳动

者、 农村劳动者与城镇劳动者的工作类型对多重就业选择均没有显著影响， 但对高技

能劳动者而言， 相比较于自雇型的高技能劳动者， 受雇型劳动者的多重就业选择概率

显著低 ５􀆰 ８％ ， 这可能是由于自雇型高技能劳动者在主要工作中的工作时间、 工作地

点、 工作安排等灵活度较高。 ①

表 ２　 互联网接入对劳动者多重就业影响的回归结果： 边际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总样本 低技能 高技能 农村户籍 城镇户籍

互联网接入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８）

年龄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年龄的平方 ／ １００①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性别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１）

受教育程度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已婚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６）

户籍类型
－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８）

— —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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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总样本 低技能 高技能 农村户籍 城镇户籍

家庭成员数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居住地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７）

工作类型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２）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９９００ ８２６３ １８６９ ７０１２ ２８８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二） 内生性处理

一般而言， 互联网接入是地区信息基础设施与个人或家庭能力匹配的结果。 在微

观层面上， 互联网使用是家庭有能力承担互联网接入成本的理性选择。 是否接入互联

网受个人及其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影响， 不能穷尽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因素会导致

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此外， 选择多重就业的劳动者接入互联网的概率会增加，
尤其是那些需要通过互联网来完成任务的工作会提高互联网接入的概率， 因而存在反

向因果问题。 上述内生性问题的存在， 会使表 ２ 估计结果产生偏误， 本文使用工具变

量来减弱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差。
已有研究分别选取城市互联网普及程度 （曾祥金、 罗燕， ２０１９）、 所在省份电子商

务发展指数等 （宁光杰、 马俊龙， ２０１８）、 所在区县互联网使用率 （Ａｇａｒｗａ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所在社区或村居的互联网普及率 （毛宇飞等， ２０１９）、 所在社区地形状况 （马
俊龙、 宁光杰， ２０１７）、 家庭拥有电脑 （周广肃、 樊纲， ２０１８）、 家庭每月邮电通讯费

（张景娜、 朱俊丰， ２０２０）、 是否把互联网作为主要信息来源 （李飚， ２０１９）、 是否在空

闲时间一周数次上网 （李飚， ２０１９） 等作为互联网使用的工具变量。 就本文主题而言，
影响互联网接入而对劳动者多重就业选择不产生影响的因素为个人互联网接入的成本

负担。 不论是移动设备上网还是固定设备上网， 对于所有使用者而言不可避免的成本

支出为上网设备的电费支出， 这与个人的多重就业选择没有直接关系。 本文选用 “家
庭每月电费 （元） 的对数” 作为互联网接入的工具变量。 家庭每月电费为刚性支出，
电价计费方式为阶梯式累进计价， 与劳动者是否选择多重就业具有较强的外生性， 这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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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

表 ３ 为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估计结果。 首先， Ａ 部分汇报的是两步法第一阶段的估计结

果， 根据第 （１） 到第 （５） 列可知， 家庭每月电费的对数与总样本组、 低技能组、 农村

户籍组和城镇户籍组劳动者互联网接入高度相关， 且总样本组的一阶段 Ｆ 统计值为

２６５􀆰 ０７， 低技能组为 １９９􀆰 ６８， 农村户籍组为 ２０９􀆰 ３９， 城镇户籍组为 ７２􀆰 ５５， 均通过弱工具

变量检验。 其次， 由于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 “是否接入互联网” 为一个二值变量， 故 Ｂ

部分采用极大似然方法 （ＭＬＥ） 对工具变量回归进行估计， 根据第 （１） 到第 （５） 列结

果， 互联网接入促进劳动者多重就业的概率。 其中， 低技能组、 高技能组、 农村户籍组

均显著为正， 但高技能组样本没有通过相关性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因此互联网接入主要

还是对低技能和农村户籍劳动者影响显著， 且总样本组、 低技能组、 农村户籍组的 Ｗａｌｄ

检验结果显著， 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的假设。 这表明在使用工具变量减弱内生性带来的估

计偏差之后， 本文基准回归结果仍然成立。

表 ３　 互联网接入对劳动者多重就业影响： 工具变量回归

Ａ 部分： 工具变量两步法第一阶段估计结果

变量

互联网接入

（１） （２） （３） （４） （５）

总样本 低技能 高技能 农村户籍 城镇户籍

家庭每月电费的对数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７）

一阶段 Ｆ 统计值 ２６５􀆰 ０７ １９９􀆰 ６８ ７􀆰 ３９ ２０９􀆰 ３９ ７２􀆰 ５５

Ｂ 部分： 极大似然法（ＭＬＥ）估计结果

变量

多重就业选择

（１） （２） （３） （４） （５）

总样本 低技能 高技能 农村户籍 城镇户籍

互联网接入
１􀆰 ５２７∗∗∗

（０􀆰 ４７２）
１􀆰 １１８∗∗

（０􀆰 ４５０）
４􀆰 １８３∗∗∗

（１􀆰 ０６７）
１􀆰 ８９１∗∗∗

（０􀆰 ３９１）
－ ０􀆰 ４１７
（１􀆰 ２４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Ｗａｌｄ 检验
４􀆰 ８∗∗

［０􀆰 ０２８］
３􀆰 ８６∗∗

［０􀆰 ０４９］
１􀆰 ０８

［０􀆰 ２９９］
８􀆰 １２∗∗∗

［０􀆰 ００４］
０􀆰 ９３

［０􀆰 ３３４］

样本量 ９６５０ ８０５８ １８１１ ６８４７ ２８０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圆括号内为标准误， 方括号内为 ｐ 值。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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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结果的可靠性， 将从替换被解释变量、 增加控制变量、 单独选

取截面数据回归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问卷中 “其他工作份数” 这一问

题衡量多重就业参与程度， 将 “多重就业参与程度” 作为 “是否多重就业” 的替代变

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多重就业参与程度为多个零值的连续变量， 全部样本中， 多重就

业份数的最大值为 ４， 被解释变量在 ０ 值集聚， 据此使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如

表 ４ 所示， 第 （１） 列回归结果显示， 互联网接入对多重就业参与程度存在促进作用，

且在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 ４ 第 （２） 到第 （５） 列估计结果显示， 接入互联网对

多重就业参与程度的促进作用在低技能劳动者和农村户籍劳动者中更为明显， 在 １％的

置信水平显著； 对城镇户籍劳动者的促进作用在 １０％的置信水平显著。 这与基准结论

一致。

表 ４　 互联网接入对多重就业参与程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总样本 低技能 高技能 农村户籍 城镇户籍

互联网接入
０􀆰 ２８３∗∗∗

（０􀆰 ０９４）
０􀆰 ３１３∗∗∗

（０􀆰 ０９４）
０􀆰 ４９１

（０􀆰 ３８７）
０􀆰 ２８８∗∗∗

（０􀆰 １００）
０􀆰 ４２０∗

（０􀆰 ２５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９９００ ８２６３ １８６９ ７０１２ ２８８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和 １０％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中汇报的结果为边际

效应。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传统劳动力市场中， 社会资本在就业信息获取和促进劳动力就业方面有着显著的

促进作用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１９９１； Ａｕｔｏｒ， ２００１）。 随着技术的发展， 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

替代了原有社会资本的就业信息传递作用 （周广肃、 孙浦阳， ２０１７）。 因此， 在模型中

加入社会资本变量对基准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依据社会资本的性质， 社会资本常常

被分为同质性社会资本和异质性社会资本。 同质性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关系网络的构成

以熟人为主体， 把有共同的邻居、 民族或家庭关系的人整合为紧密的社会关系。 异质

性社会资本往往是指基于某一公益或行业目的而形成的， 如现代公民型的各类社会团

体组织、 社会中介组织、 各类行业协会、 社区共同体等社会关系 （Ｌｉｎ， １９９９）。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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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ＣＦＰＳ 问卷中设置的问题， 将 “人情礼支出 （元）” 的对数作为同质性社会资本的

代理变量 （马光荣、 杨恩艳， ２０１１）， 将受访者是否为中国共产党、 共青团、 工会或个

体劳动者协会等组织的成员， 定义 “组织成员” 这一虚拟变量作为异质性社会资本的

代理变量 （周广肃等， ２０１４）。 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示， 社会资本在互联网时代对就业的

影响并不显著， 但互联网接入对多重就业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第 （１） 列结果

可以看出， 与未接入互联网的劳动者相比， 接入互联网的劳动者多重就业概率显著高

出 ２􀆰 ６％ ； 根据第 （２） 和第 （３） 列结果， 选择多重就业的群体以低技能劳动者为主；

根据第 （４） 和第 （５） 列结果， 接入互联网显著提升农村户籍劳动者多重就业概率。

整体上看， 加入 “人情礼支出” 取对数和 “组织成员” 变量分别作为同质性社会资本

和异质性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后， 互联网接入对劳动者多重就业的影响与基准回归结

论一致。

表 ５　 互联网接入对劳动者多重就业影响的回归结果：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总样本 低技能 高技能 农村户籍 城镇户籍

互联网接入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６２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８）

人情支出的对数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是否组织成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９７２７ ８１１５ １８３５ ６８８７ ２８４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和 １０％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中汇报的结果为边际

效应。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在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ＦＰＳ 面板数据中， 选择互联网接入的劳动者可能是长期有接

入互联网的习惯， 从而造成估计偏差， 故为进一步增强互联网接入促进劳动者选择多

重就业这一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单独选取 ２０１８ 年的截面数据回归进行稳健性检

验。 从表 ６ 可以看出， 与不接入互联网的劳动者相比， 接入互联网可显著提升劳动者

选择多重就业的概率， 尤其是对低技能劳动者和农村户籍劳动者而言。 由此说明， 本

文的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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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互联网接入对劳动者多重就业的影响： 截面数据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总样本 低技能 高技能 农村户籍 城镇户籍

互联网接入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６３）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７７８４ ６３８４ １４００ ５６９０ ２０９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和 １０％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中汇报的结果为边际

效应。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五　 互联网接入与劳动者多重就业的异质性分析

跨入互联网时代， 劳动者多重就业也正在经历着互联网技术革命的重塑， 多元化

数字工具促使众多传统岗位逐步数字化转型， 以及新业态、 新就业的培育催化， 为劳

动者提供更多的多重就业机会， 但劳动者无论是在初入职场时还是作为职场达人时，

大多都是基于经济收入角度选择多重就业 （Ｄｉｃｋ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此外， 互联网普及突

破地理空间约束， 促进人口跨区域间流动， 多重就业不再仅仅是城镇户籍或农村户籍

劳动力， 逐步成为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选择。 因此将从不同接入工具、 收入水平和人户

分离角度探讨互联网接入对劳动者多重就业的影响。

（一） 互联网接入与多重就业选择影响： 不同接入工具

在数字化时代， 技术进步和应用千变万化， 产业结构调整日新月异， 意味着对就

业技能的要求也是瞬息万变 （蔡昉， ２０２１）。 本文根据 ＣＦＰＳ 问卷中如下问题 “是否移

动上网？” 和 “是否电脑上网？”， 综合两个问题生成互联网接入工具选择分类变量为：

１ ＝不使用任何上网工具； ２ ＝ 使用移动接入； ３ ＝ 使用电脑接入； ４ ＝ 同时使用移动和

电脑接入。 表 ７ 是通过不同接入工具对多重就业影响的边际效应， 从第 （１） 列结果可

以看出， 相对于不接入互联网， 互联网主要是通过移动接入和 “电脑 ＋ 移动” 接入对

劳动者多重就业产生影响， 但是不同接入工具对高低技能和户籍状况不同的劳动者影

响不同。 由表 ７ 第 （２） 和第 （３） 列结果可知， 低技能劳动者主要是通过移动接入和

“电脑 ＋移动” 接入提升其多重就业选择的概率。 这可能一是由于移动网络接入的便利

性、 移动社交工具的随身性和移动交流方式的粘着性， 互联网接入的时长和频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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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摆脱电脑接入限制后， 使得信息在纵向上能够贯穿不同层次的受众群体 （王迪、

王汉生， ２０１６）， 为低技能劳动者从事多重就业提供更多机遇； 二是 “电脑 ＋ 移动” 接

入互联网灵活性更高， 多重就业对低技能劳动者而言可能是其职业生命周期非稳态的

就业过渡形式， 熟悉且可灵活使用网络工具的劳动者更容易成为多重就业者。 根据表 ７

第 （４） 列结果， 通过移动接入和 “电脑 ＋移动” 接入工具可提升农村户籍劳动者多重

就业选择的概率， 其可能的原因与上述低技能劳动者群体大致相同。 表 ７ 第 （５） 列结

果显示， 相对于不接入网络的城镇户籍劳动者， 使用电脑接入的多重就业概率在 ５％的

置信水平显著低 ４􀆰 ８％ ， “电脑 ＋移动” 接入的多重就业概率在 １０％的置信水平显著提

升 ３􀆰 ２％ 。 无论是对于农村户籍还是对于城镇户籍劳动者而言， 多元化数字工具使用对

多重就业选择影响较大。

表 ７　 不同接入工具下互联网对劳动者多重就业影响的回归结果： 边际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总体 低技能 高技能 农村户籍 城镇户籍

基准组： 不接入

电脑接入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７１
（０􀆰 ０６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８）

－ ０􀆰 ０４８∗∗

（０􀆰 ０２１）

移动接入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６）

“电脑 ＋ 移动”接入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５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９９００ ８２６３ １８６９ ７０１２ ２８８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二） 互联网接入与多重就业选择影响： 不同收入水平

本文根据劳动者工资性收入水平五等份收入分组， 处于最高 ２０％ 的收入群体为

高收入组， 依此类推为中等偏上收入组、 中等收入组、 中等偏下收入组、 低收入组。

表 ８ 是不同收入群体间互联网接入对多重就业选择影响的估计。 以往研究中， 多重

就业多是 “贫困者的就业”， 多重就业劳动者多是 “工作中的穷人”。 表 ８ 估计结果

显示， 互联网接入提升了中等偏下收入组群体、 中等收入组群体和高收入组群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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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就业的概率。 中等收入组群体、 中等偏下收入组群体受收入驱动因素较大， 当面

对多重就业提升工资率的机会时， 会减少闲暇以增加劳动供给时间， 收入效应大于

替代效应。 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 一般特别擅长某种技能或者拥有多种技能， 如技

术研发、 项目投资等。 互联网接入可为其提供更多此类就业机会， 因此多重就业的

概率显著提升。

表 ８　 不同收入水平下互联网接入对劳动者多重就业影响回归结果： 边际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低收入组 中等偏下收入组 中等收入组 中等偏上收入组 高收入组

互联网接入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６５∗∗∗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０）

０􀆰 ０８２∗∗∗

（０􀆰 ０２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１５９ １１０７ １０７３ １１３４ １１０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三） 互联网接入与多重就业选择影响： 人户分离

互联网接入有助于克服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充分， 有助于推进劳动力

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流动， 降低劳动力流动性约束， 提升劳动力配置效率。
在这种情况下， 劳动者人户分离现象会有所增加。 本文利用 ＣＦＰＳ 问卷中 “您家哪些人

外出打工 （如去城市打工） 挣钱？” 这一问题来界定流动人口①。 根据户籍与人户分离

的情况分为四组， 分别为城镇户籍人户分离组， 农村户籍人户分离组， 城市户籍人户

未分离组和农村户籍人户未分离组。 表 ９ 是人户分离情况下互联网与多重就业选择影

响的回归结果， 第 （１） 和第 （２） 列结果显示， 无论是对城镇户籍人户分离劳动者还

是对于农村户籍人户分离劳动者， 互联网接入均可显著提升其多重就业的概率。 对于

人户未分离的劳动者而言， 互联网接入对其多重就业的影响不显著。 随着互联网普惠

政策实施， 招聘信息迅速扩散， 就业机会大幅度增加。 对跨区域流动的劳动者来说，
就业选择不再单一， 他们也可以像斜杠青年或农业兼业者一样， 选择多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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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人户分离情况下互联网接入对劳动者多重就业影响的回归结果： 边际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城镇户籍

人户分离

农村户籍

人户分离

城镇户籍

人户未分离

农村户籍

人户未分离

互联网接入
０􀆰 １６７∗∗

（０􀆰 ０８１）
０􀆰 ０３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０２ １７８２ ２１１０ ２８７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六　 互联网接入与劳动者多重就业的机制讨论

数字技术进步引起经济活动中成本的变化主要包含五个方面： 搜寻成本、 复制成

本、 运输成本、 追踪成本和验证成本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 Ｔｕｃｋｅｒ， ２０１９）。 在就业选择方面，

互联网扩大了个体信息获取的范围和广度， 使劳动者就业选择的搜寻成本、 交易成本

与验证成本大幅降低， 从而影响其多重就业选择。 由于搜寻成本、 交易成本和验证成

本直接衡量的数据缺乏， 本文将比较劳动者不同信息渠道使用、 互联网有效使用指标，

以及主要工作的满意度对多重就业选择的影响， 以此考察互联网接入对多重就业影响

的作用机制。

（一） 互联网接入与劳动者多重就业的机制： 搜寻成本

搜寻成本是指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 市场参与者通过多种渠道、 多种形式收集信

息的总成本。 由不同信息渠道获取信息， 搜寻成本也是不同的。 信息渠道是指传送信

息的媒介物， 通常可分为印刷媒介、 电子媒介、 其他媒介等渠道。 互联网技术革命在

信息获取方面带来的变化， 突破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变化。 通过互联网获

取信息时， 较传统信息获取渠道支付更低的搜寻成本。

表 １０ 是通过不同渠道获取信息对劳动者多重就业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通过电

视获取信息对多重就业选择有显著负向影响， 对不同技能、 不同户籍状况劳动者均有

显著负向影响。 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对多重就业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 在区分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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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劳动者后， 这一影响对低技能劳动者显著； 在区分户籍状况后， 这一影响对城镇

户籍和农村户籍劳动者均显著。 而其他信息渠道对于多重就业选择不存在显著作用。

因此， 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降低搜索成本促进多重就业选择。

表 １０　 互联网接入与劳动者多重就业机制： 搜寻成本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总体 低技能 高技能 农村户籍 城镇户籍

通过电视获取信息
－ ０􀆰 ０４４∗∗∗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４）
－ ０􀆰 １１３∗∗∗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８１∗∗∗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７）

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４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４３）
０􀆰 ０５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７）

通过报纸、 期刊

杂志获取信息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３）

通过广播获取信息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４７）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３）

通过手机短信

获取信息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５）

－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通过他人转告获取

信息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９９００ ８２６３ １８６９ ７０１２ ２８８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和 １０％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中汇报的结果为边际

效应。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二） 互联网接入与劳动者多重就业的机制： 交易成本

直播电商、 短视频、 可视化体验、 外卖、 网约车等互联网消费体验， 在进一步拓

展消费新空间的同时， 互联网支付的便捷性、 超级集中支付系统和个体移动支付大幅

降低了交易成本 （谢平、 邹传伟， ２０１２）， 使得多重就业模式也更加灵活。 例如， 以滴

滴、 美团、 抖音、 网红、 博主等形式的就业。 为检验互联网接入与多重就业选择机制

中的交易成本机制， 本文根据 ＣＦＰＳ 问卷中的 “使用互联网络进行学习 ／工作 ／社交 ／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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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商业活动 （如使用网银、 网上购物） 的频率有多高？”、 “使用互联网时， 学习 ／工

作 ／社交 ／娱乐 ／商业活动对您有多重要？” 两个问题来构建交易成本代理变量。 前一个

问题反映了不同应用场景下的互联网接入用途的个体偏好， 后一个问题反映了不同应

用场景下的互联网接入用途的重要程度， 将上述两个维度综合为有效使用互联网指标，

指标值越大， 交易成本越低。 因此， 本文从有效使用互联网学习 ／工作 ／社交 ／娱乐 ／商

业活动方面， 建立互联网接入促进劳动者多重就业的中介效应模型。

本文基于 Ｓｏｂｅｌ 检验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１１ 所示。 首先， 在

Ａ 部分是以有效使用互联网学习 ／工作 ／社交 ／娱乐 ／商业活动为中介变量的模型， Ａ 部分

第 （１） 到第 （５） 列分别同时估计互联网接入、 有效使用互联网学习 ／工作 ／社交 ／

娱乐 ／商业活动对多重就业选择影响， 可以看出只有第 （５） 列同时估计互联网接入、

有效使用互联网商业活动对多重就业选择影响时， 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 中介效

应占比为 １６􀆰 ４％ 。 其次， Ｂ 部分是估计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影响的模型， 第 （１） 到第

（５） 列分别估计自变量有效使用互联网接入对中介变量互联网学习 ／工作 ／社交 ／娱乐 ／

商业活动的影响。 表 １１ 的 Ｂ 部分第 （５） 列中， 互联网接入对有效使用互联网商业活

动的影响显著。 由此， 基于 Ｓｏｂｅｌ 检验法结合 Ａ 部分和 Ｂ 部分的估计结果表明， 互联网

接入通过有效使用互联网商业活动中介渠道提升劳动者多重就业选择， 即互联网接入

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的中介渠道提升劳动者多重就业选择。

表 １１　 互联网接入与劳动者多重就业机制： 交易成本

Ａ 部分： 基于 Ｓｏｂｅｌ 检验法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多重就业 多重就业 多重就业 多重就业 多重就业

互联网接入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９）

有效使用

互联网学习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２）

有效使用

互联网工作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９）

有效使用

互联网社交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１）

有效使用

互联网娱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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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Ａ 部分： 基于 Ｓｏｂｅｌ 检验法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多重就业 多重就业 多重就业 多重就业 多重就业

有效使用互联网

商业活动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３）

Ｂ 部分： 基于 Ｓｏｂｅｌ 检验法中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有效使用

互联网学习

有效使用

互联网工作

有效使用

互联网社交

有效使用

互联网娱乐

有效使用

互联网商业活动

互联网接入
０􀆰 １１７∗∗∗

（０􀆰 ００７）
０􀆰 １７９∗∗∗

（０􀆰 ００９）
０􀆰 ４９３∗∗∗

（０􀆰 ００８）
０􀆰 ３７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９２∗∗∗

（０􀆰 ００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９８９８ ９８９９ ９９００ ９９００ ９８９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三） 互联网接入与劳动者多重就业的机制： 验证成本

现有文献中， 验证成本主要是指验证处于数字经济中的任何个人、 公司或组织的

声誉和可信度的成本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 Ｔｕｃｋｅｒ， ２０１９）。 本文将这一概念延伸， 通过获取其

他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信息， 劳动者可验证其主要工作的就业质量， 进而对其主要工作

的工作满意度进行评价。 当其他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信息获取难度越大时， 验证成本越

高。 互联网普及后， 劳动者的从业经验、 就业质量信息易于发布， 评价劳动者主要工

作质量也因此变得容易， 验证成本快速下降。 频繁接触互联网的劳动者， 更在意那些

比自己就业质量高的信息， 这样比较会降低劳动者主要工作的满意度。 对主要工作不

满意的劳动者将很有可能从事多重就业 （Ｗ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因此， 本文使用主要工作

满意度变量作为验证成本的代理变量， 并定义主要工作满意度越低， 验证成本越低。

本文基于工作满意度建立互联网接入促进劳动者多重就业的调节效应模型， 估计

结果如表 １２ 所示。 首先， 从表 １２ 第 （１） 列结果可以看出， 主要工作满意度系数为 －

０􀆰 ０３３， 在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 这说明对主要工作满意度越高的劳动者越不会

选择多重就业。 互联网接入和主要工作满意度的交叉项系数为 － ０􀆰 ０８６， 在 １％ 的置信

水平下显著为负， 即互联网接入对多重就业的影响受到了调节变量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这说明， 随着验证成本的降低， 主要工作满意度降低， 接入互联网的劳动者更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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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多重就业。 从表 １２ 第 （２） 到第 （５） 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这一影响以低技能劳

动者和农村户籍劳动者为主。

表 １２　 互联网接入与劳动者多重就业机制： 验证成本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总体 低技能 高技能 农村户籍 城镇户籍

互联网接入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９）
０􀆰 １０４

（２６􀆰 ６９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７）

主要工作满意度
－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１）
０􀆰 １１３

（６２􀆰 ７９４）
－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８）

互联网接入 × 主要

工作满意度

－ ０􀆰 ０８６∗∗∗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７９∗∗∗

（０􀆰 ０２５）
－ ０􀆰 ８６３

（２５７􀆰 ８３７）
－ ０􀆰 ０８６∗∗∗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９１∗

（０􀆰 ０５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９９００ ８２６３ １８６９ ７０１２ ２８８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和 １０％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中汇报的结果为边际

效应。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七　 结论与政策含义

互联网已成为人们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正深刻影响着劳动者的就业选择。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 第一， 互联网接入可显著

促进劳动者多重就业选择。 与未接入互联网的劳动者相比， 接入互联网的劳动者选择

多重就业概率高出 ２􀆰 ６％ 。 低技能劳动者和农村户籍劳动者的多重就业概率更高。 通过

工具变量法消减内生性后， 该结论依然成立。 第二， 从互联网的接入工具来看， 移动

接入和 “移动 ＋电脑” 接入对多重就业选择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尤其是对低技能劳动

者和农村户籍劳动者。 电脑接入对城镇户籍劳动者多重就业选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第三， 本文实证结果显示， 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就业有别于传统 “工作着的穷

人” 的观点， 在互联网的作用下， 中等偏下收入组、 中等收入组群体和高收入群体选

择多重就业的概率更大。 从人口流动的角度来看， 外出流动群体的多重就业倾向更加

明显， 互联网接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劳动者多重就业的选择倾向。 第四， 互联网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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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搜索成本、 交易成本与验证成本下降会提升劳动者互联网使用概率， 进而增加劳动

者多重就业选择的可能。 这也是多重就业现象开始普遍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论可以发现， 互联网时代下的多重就业开始具有普遍性特征，

而并非传统多重就业研究中属于低收入群体独有的现象。 这意味着， 熟练使用互联网

是当前甚至未来劳动者都应具备的基本技能。 在扩大就业， 提高就业质量的发展目标

下， 加强劳动者数字技能培养， 提升劳动者互联网工具的使用能力， 有助于缩小不同

收入群体间的 “技能” 鸿沟。 此外， 政府还应当优化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 拓展网络

覆盖范围， 降低低收入、 低技能和农村户籍劳动者等群体的互联网接入成本， 以弥合

接入可及性的数字鸿沟。
从本文的研究中还可以看到， 虽然选择多重就业的群体不断扩大， 但是低技能劳

动者、 农村转移劳动力依然是选择多重就业的主力军。 无论是低技能劳动者还是农村户

籍劳动者， 多重就业是满足其生存需要的现实选择。 而对高收入群体来说， 多重就业

是其职业发展、 丰富技能、 探索替代职业道路的途径， 或通过自雇职业从事创业活动。
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崛起下的 “稳就业” 政策， 对不同群体要有不同的政策侧重点。 对

低技能、 低收入群体而言， 应该更多地侧重于工作权益保护， 保障其获得稳定的收入

流。 对具有较高技能、 高收入的群体而言， 多重就业是充分利用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有效途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０４）。 因此， 政策重点应当

放在健全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刺激企业家精神的培育， 推动多重就业者向创业者的

转变， 放大就业倍增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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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瑛等： 互联网接入与劳动者多重就业




